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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身到治国
———孔门威仪观背后的微观身体政治哲学初探

石　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８０)

摘　要:“威仪棣棣”,乃西周以降君子修养之共同追求.“威仪”一词,蕴涵三义:(１)用于规训身体呈现

与运作之仪节、仪式;(２)身体之规范化容仪所欲表达之威权、秩序与崇高,亦即规定仪节、仪式所以如此之礼

义;(３)游离于二者之间,又超越于其上的对于完美君子人格之追求.春秋以降,形上化的威仪概念初现,学者

们普遍认为“天地之气”的抽象运作模式贯彻于身体时所展现的状态,即为威仪.而孔子则更进一步,不仅为

威仪观补充了内在的先天基础,即作为爱与真情的仁,还明确提出身正则政从之命题,将从政者之修身活动与

治国事务视为一体之两面.此后,子张之儒更将孔门“正身－从政”观加以扩充与深化,全面而深刻地展开了

君子修养与政治效应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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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孔子为祖师的早期儒家“威仪观”之研究,实际是一项从“身体”之视角对先秦儒学进行

重新解读之尝试.该尝试在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①.然而,根据笔者对现有文献

的考察来看,这些论述的主要对象仍集中于孟、荀,且较为一致地将孟子与荀子的身体观分别定性

为“践形观”与“礼义观”[１]８.然而孔子之身体观当如何定性,目前学界似乎还没有展开应有的讨

论,更遑论形成一致的意见.窃以为,孟子与荀子的身体观之建构与提出,均以孔子身体观为理论

根源,二者各自秉承与放大了孔子身体观之不同面相,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后者之展开与深化.亦

即是说,早在孔子的身体观之中,就已经蕴含着孟、荀各自理论特色所以形成之源头.只不过在孔

子那里,还只是雏形,其见解及其修养路径之阐发与展开并不充分,更不会如在孟、荀那里一般,发
展为截然分开的形态.换言之,所谓“践形”与“礼义”,乃是以一种初始的圆融态而统一在孔子的身

体思想之中.“威仪”一词,则为此种“圆融态”之最佳形容.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就是孔子对“威仪”概念之继承、践行与创新.既然孔子的“威仪观”承自前人,那么对于此观念在前

孔子时代之发生、演变与提升过程的梳理与介绍,亦为题中之义.同时,孔子的思想创造活动,贯穿

① 对于该方面之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章,可以参看以下文献:(１)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载«现代哲

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２)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Ｇ５１页;(３)

李清良:«中国身体观与中国问题———兼评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载«哲学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５期;(４)燕连福:«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

的三个向度»,载«哲学动态»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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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与弟子的反复问答、切磋之中,那么,对于孔子的亲传、再传弟子(主要以子张及其后学为代表)
的身体观之考察,亦将构成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即本文“孔门”一词之范围.

一、“礼仪三百”与“威仪三千”

首先,让我们对“威仪”概念加以厘清与界定.检索传世上古文献,可知“威仪”一词首见于«尚
书酒诰»篇,亦在«诗»与«春秋»之中频繁出现.可以说,“威仪”作为一种观念,至迟在西周初年已

经形成,此后便贯穿于孔子之前的历史当中.
在此漫长的演变、发展历程中,对于“威仪”概念的最明确阐发,见于«左»襄三十一年所载北宫

文子的一段议论.其文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２]１１９４显然,在文子的时代,将
“威仪”概念区分出“可象之仪”与“可畏之威”两层意涵的做法,已然成为一种共识.而对此共识的

更进一步诠释,则有后世儒家典籍中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３]２０３２之经典表述.其中,“礼仪”与
“可象之仪”对应,明显是指外在、形下、具体的仪节、仪式;而“威仪”则与“可畏之威”对应,具有鲜明

的内在、形上、抽象之所指.
然而,对于“礼仪”“威仪”,“三百”“三千”之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论者却很少给予分量相

称的关注与阐发.多满足于沿袭古代注疏之成见,将“礼仪”与“威仪”视作等同的概念,进而将“三
百”、“三千”解为虚指仪节繁多、盛大之形容,这种做法显然遮蔽了二者之间本来十分明确的区别及

其意义.① 因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中,曾以这样的方式记载了孔子的话:“礼仪三百,可
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４]１０９当“三百”与“三千”分别对应着“勉能”与“难也”的感叹时,其在数

量级上的差距,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深刻意涵.联系前引北宫文子所谓“可象之仪”与“可畏之

威”的分殊,“礼仪”与“威仪”在意义层级上的差别也就一目了然.“三百”礼仪,作为外在、形下的事

务性存在,对于学者来说,可以通过模仿与复制(“可象”)而勉强实践(“勉能”);但“三千”威仪,其隐

藏于“三百”之后的内在、形上、超迈(“可畏”)之人格境界,却并非人皆可以为之(“难也”).换言之,
“三百”所指,只是“三千”之准备;“三千”境界,则囊括“三百”之全部.一言以蔽之,“威仪”包括“礼
仪”而不限于“礼仪”.与后者相较,“威仪”具有更加丰富与深刻之所指.

因此,对于“威仪”一词,我们可以从抽象的角度进行哲学诠释,亦可以立足于现实而列出操作

性的实践指南.具体讲,“威仪”之形上层次,乃是礼仪规训所追求之理想君子人格;其形下准备,则
是现实中具体的、可操作的对于身体之规范化、仪式化训练.而游离于二者之间,又超越于二者之

上的,则是这种专门针对于身体之仪式化训练所带来的整齐有序———亦即一种既令人赏心悦目又

望而生畏,同时还让人心向往之的“秩序之美”.在此美感之熏陶中,又会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高
尚感”.而此“高尚感”正是威仪中之“威”,形于中而现于外;其具体的“礼节”、“仪式”则是“仪”,立
于外而铄于内.合而言之,则是对理想君子人格之描摹、界定与追求.

二、可畏与可象:威仪观之提出与建构

在对“威仪”概念作出界定与说明之后,就可以具体梳理其在历史中的提出与演变之轨迹.就

前孔子时代威仪观之发展状况来看,似可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形态.
首先是西周早期阶段,“威仪”概念在«尚书酒诰»篇中首次出现.该篇文献乃是西周建立之

① 与«中庸»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相类似的提法,还有«大戴礼记本命»之“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见«大戴礼记解诂»２５２
页),又有«礼记礼器»之“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见«礼记正义»９８６页).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礼仪”、“礼经”(“经礼”)、“曲礼”以及“威

仪”诸概念的解说,较具代表性的,见于«礼记曲礼»题下之郑注与孔疏.前者云:“‘曲礼’者,是‘仪礼’之旧名,委曲说礼之事.”后者

曰:“‘曲礼’之与‘仪礼’,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则曰‘曲礼’,见于‘威仪’则曰‘仪礼’.”(见«礼记正义»５页)显然,郑、孔之说,是将“礼

仪”与“威仪”(包括“曲礼”)两概念等同视之.而对于“三千”一词,孔疏则解为“事有三千”,明显是一种具有“形下”倾向的诠释路径(见

«礼记正义»２０３２页).



初,周公借成王之口所颁布的限酒令.其中“威仪”概念较为简单,它的适用对象仅限天子一人,适
用场合仅止天子在祭祀典礼中的饮酒之仪.换言之,就是天子在举行饮酒礼时所应表现的仪容与

风度.其文曰:

　　“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①,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

仪,民罔不衋②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
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５]５５７－５５８

大意是说,商纣王在祭祀先祖之典礼活动中,以纵酒淫泆代替肃穆威仪,获罪于天,积恶遭谴,
最终导致殷朝灭亡.其中“威仪”一词,虽是传世文献中的首次亮相,但并非该篇核心概念,只是西

周早期统治阶层限酒政策的一个附加项.③

另外,在今本«尚书»中,“威仪”概念亦见于«顾命»篇.其与«酒诰»中的“威仪”外延仅限于饮酒

场合相较有所扩大.具体讲,«顾命»篇为成王临终之际向大臣托孤之书,其中所使用的“威仪”概
念,虽仍仅针对天子一人,但已超出饮酒场合而贯彻于天子修养之方方面面.成王曰:

　　“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

邦,思夫人自乱④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⑤”[５]７２４－７２５

“自乱(治)威仪”,泛指成王对康王整体人格修养之期望,亦是成王临终之时仍在强调的概念.
显然,“威仪”概念的地位已经突破“限酒令”,上升为天子修养之一贯准则.此种发展,似与成王一

生之践行密切相关.因为,«尚书»中仅见两次的“威仪”,均出自成王之口.一次在即位之初,另一

次则在临终之际.这一点绝非偶然,它至少能够说明,威仪概念的提出,即便不是肇始于成王本人,
也一定酝酿、发生于成王在位之时代.而且正是因为成王之践行,“威仪”才从饮酒之仪的具体要求

内化为天子修养之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成王其人就是“威仪”在西周历史中之人格投影.而«顾
命»篇后文运用大段篇幅所记载的礼仪———包括(１)有关举行顾命大典之礼堂布置的细节,(２)康王

在庙接受顾命而举行的册命礼之详细过程,以及(３)告祭之礼中的天子饮酒之仪———均说明“威仪”
在诞生与初步发展之际,便已含有“通过规范化的身体呈现与运作方式而展示政治权力”的理论品

格.其潜在的诠释空间则为后世儒家的理论建构活动提供了无限可能.
及至两周之际,“威仪”概念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其适用对象与适用场合进一步扩大,

而观念的体系性亦已初具雏形.具体讲,西周末年姬姓王朝出现了由盛而衰的变局.最高统治集

团成员普遍懈怠于“天命”,反映于行为、容止,则又如商末一般,出现了纵酒与淫泆.于是,«诗经»
中创作于此时的诗篇多为讽谏之诗,其共同主题则是“敬慎威仪”.例如,«大雅民劳»«板»«荡»
«小雅宾之初筵»以及«鄘风相鼠»等.这些篇章均以“威仪”概念作为标尺,对于现实中不合格

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权力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中不仅有中肯的批评与规谏,亦有激烈的抗议与

诅咒.同时,诗人们亦在诗篇背后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即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用“威仪”标尺来

衡量天子一人,而是要求全体贵族在一切情形下都应以此自持.例如,«鲁颂泮水»与«大雅烝

民»中的“威仪”对象已将诸侯、重臣囊括在内;«邶风柏舟»则进一步将此范围扩大至普通贵族、士
人;«大雅抑»则提出,“敬慎威仪”的修养不仅要展现于大庭广众,更要在“尔室”独居之中时刻不

忘、不懈.[６]１７０５可见,“威仪”概念之外延在两周之际得到极大扩充,其具体表现则是:(１)上至天子、
下至士人的全体贵族,均成为“威仪”之适用对象;(２)大至国家典礼、小至“尔室独居”的全部情形,

①

②

③

④

⑤

后嗣王,指纣.酣,乐酒也.当读为“神”(«说文»).神厥命,以其命为神,谓有命在天也.又见«西伯戡黎»载纣之言曰:“呜

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所言即此意.见周秉钧撰«尚书易解»１７７页.

衋,伤痛也,见«说文».见周秉钧撰«尚书易解»１７７页.

这一点亦体现于西周早期的诗篇«大雅既醉»、«假乐»与«周颂执竞»之“威仪”用法中.

乱,治也.见顾颉刚,刘起釪撰«尚书校释译论»１７３３页.

言思众人尚自治以礼法,汝等勿使嗣王触陷于非法哉! 见周秉钧撰«尚书易解»２６２页.



均成为“威仪”之适用场合.于是,“威仪”概念在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中所表现的不同面相迅速膨

胀,致使其概念本身出现体系化的诠释向度.
然而,伴随着“威仪”概念适用对象与场合的扩大,又引出了新的问题,即作为内在“明德”与完

美人格之自然流露的外在“威仪”渐渐流于形式、流程,竟使“威仪”成为专指虚容虚貌之代名词.换

言之,“威仪”概念所原本蕴含着的内在人格与外在容止、形上“明德”与形下“光辉”之原初统一的圆

融状态被渐渐打破.人们从贵族的实际行为中发现,形体规范者未必有高尚道德,行礼如仪者未必

有君子人格.而«齐风猗嗟»一诗之作者对于鲁庄公徒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
失子之道”的辛辣讽刺,则是对此社会实情之集中反映.[６]４９７此种外在行止与内在修养相互割裂的

普遍状况,势必要求学者从更抽象的层面加以应对,并在更高的层次重新实现完美人格之内外统

一.在此迫切的理论需求之刺激下,使学者们建构威仪观之形上化的理论活动得以开启.总之,
“威仪观”作为一门独立的关于君子修养之学问,其体系化之进程,造端于两周之际,而其形上化之

改造,完成于春秋之时.
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春秋君子们在前人基础上对于威仪观进行了更加全面而充分的讨论,使

得威仪观呈现出异常鲜明的体系化与形上化之特征.其中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对威仪观之

体系性的进一步明确.具体讲,随着威仪概念适用对象与场合之扩大,不同的人伦角色与社会角色

都被囊括其中.甚至,它已不再限于贵族阶层,而成为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性主体(个体、团体、国
体等)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因此,不同的主体对应着不同的“威仪之则”,而不同的“威仪之

则”又对应着不同的礼仪、礼义与秩序.具体讲,就社会性个体的等级、阶层而言,“君子尚能”“小人

农力”[２]１０００,“君令、臣共”[２]１４８０;就个体的人伦角色而言,“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妇①听”[２]１４８０,等等;乃至大国与小国之间亦遵循着某种“威仪之则”.所有这些,均有春秋君子的相

关议论作为支持.限于篇幅与主题,本文不能一一详引.
另外一项更具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则是春秋君子为“威仪”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基础.该成果之

提出,应归功于春秋君子对“威仪”概念之三层内涵的明确阐发.具体讲,春秋君子普遍认为“威仪”
概念之三种内涵分别为“仪容”“礼义”与“威仪”.其中“仪容”属形下之末、用,是威仪观在社会现实

中的物质基础与具体落实.“礼义”则是对“仪容”背后所承载之意义世界的全面而系统的阐发.其

关键在于,将规定“仪容”之礼节“所以如此”的根据,归因于作为普遍质料的“天地之气”及其“经纬”
秩序,也就是将身体之“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等同于极度抽象的“天地之气”之运动原理.② 换言

之,所谓“威仪”,乃形上之“天地之气”的运行规律贯彻、体现于形下之肉体者.而“天地之气”之概

念的引入,使得威仪观初步跃入形上思维之境界.在此基础上,春秋君子进一步将“威仪”概念提升

为“完美君子人格”之“理念原型”,即作为“仪容”与“礼义”之进一步抽象的上位概念———“威仪”.
可见,在目睹过西周末年最高统治阶层之“威仪”与德行极端剥离之乱象后,春秋君子不仅对“威仪”
本身的思考给予重视,而且还在形上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之后,试图从现实生活中的“可象”“可
则”之“仪容”、行止入手,来恢复“威仪”与德行的内在统一.这一方面体现为对“礼义”的肯定与拔

高,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依据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制定、阐发更加细致、全面的仪节规定.如此一来,春
秋君子于人格修养中之本末并举、体用一如的实践精神便得到具体落实.

不难看出,春秋君子的思考重点,在于如何安置外在的社会等级与社会秩序,其关键则是引入

了一个外在的绝对必然,即天地及其“中和之气”,或统称“天道”.进而以此作为威仪修养所隐含的

威权、秩序与等级之最终保证.换言之,春秋君子之人格修养的理论取径,主要是由外而内的规范

①

②

“妇”谓“儿媳”.见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１４８０页.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之言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杨伯峻

注曰:“古人以为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之而生.”又曰:“命谓生命.”见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８６０页.



与塑造.可以说,在这种“外塑”的理路之下,前孔子时代有关威仪修养之理论形态的建构活动,几
乎穷尽了其展开的全部可能.

三、正身与从政:孔子对威仪观之继承与改造

至于孔子对威仪观的讨论,可以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进行的探索.其最重要贡献,在于为

威仪观找到了一种比外在的“天地之气”更为牢固而真实的内在先天基础,从而在全面继承“外塑”
之理路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条由内而外的转化身体与感化他者之路.我们或可称之为“内化”之
理路.

在说明这种“内化”理路之前,我们应首先对孔子如何继承与践行前代君子之威仪观的情况有

所介绍.众所周知,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究其原因,则是随着民智的觉醒与现实政治斗争、阶级压

迫的日渐严酷,人们开始普遍怀疑“天”与“天命”之权威.在此背景下,春秋君子将威仪观立基于外

在“天道”的理论建构方式,遭到严重质疑与挑战.面对这样的情形,以复兴周礼、接续“文武之道”
为己任的孔子,一方面通过积极地躬亲实践来维护、展示日益遭到世人所忽视的君子威仪,另一方

面则在艰难的哲学思考中,开启了探索威仪观之新根据的理论之门.
就前者而言,孔子的身份决定了他比任何人都更直接地继承了威仪观.具体讲,其祖先乃殷商

王族的后裔微氏家族.此家族在西周初年被武王赋予了掌管天子威仪之官职,即王庭“威仪之官”.
因此,威仪概念中关涉礼节、仪节的具体技术层面,能够作为一种家学被孔子完全继承,使其在人生

的早期阶段便受到威仪修养之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正是司马迁描述孔子“为儿嬉戏”时,便能“陈
俎豆,设礼容”的根本原因[７]１９０６.此其一.其二,孔子出生于鲁国,是周公之国的子民.而周公则是

“制礼作乐”的代表.虽然鲁国的政治实力在当时极端贫弱,但是它的文化积淀却异常深厚,而鲁国

人民亦以此为傲.孔子概莫能外.这就更加促使他以自觉的姿态将实践前代君子的威仪修养作为

自己的职志.以上两方面,可以说是孔子在继承威仪观方面难为常人所企及的优势.显然,孔子天

生而具有两种身份: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而其一生事业之展开,则始终伴随着其双重身份之间的

对立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孔子表现出积极学习、践行威仪观的特质,他在当世便以“知礼”闻

名[２]１２９４－１２９６;[８]１８３－１８４.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知识性礼仪节文之熟悉,更体现在他对前代君子威仪的一

丝不苟之躬亲实践.惟其如此,才能为后世勾勒出一幅理想君子图式之“范本”,更由其后学以“白
描”式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论语乡党»篇.该篇详细刻画了孔子以身体礼,亦即以身体展示“威
仪”之各种细节,被看做是理想人格落实于现实生活之“肖像图”.此外,孔子还以高度凝练的方式,
将前代威仪观概括为“正身”.并且不仅将其引导为从政者在从政之前所应完成的训练,同时也将

其确定为从政者是否合格的评判标准.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８]９０１又曰: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８]８６４可以说,一个体貌、举止都符合威仪标准的君子,才是最理

想的从政者.孔子所谓“正身”,就是要从政者用威仪观所要求的内容来端正身体、塑造威权.
然而,无论孔子“知礼”的特质及其“正身”的主张如何为世人所称道,对于作为威仪观形上基础

的外在“天道”遭到普遍质疑的现状而言,亦于事无补.这就要求孔子在外在的天地及其“中和之

气”以外,另辟蹊径,为威仪观找到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春秋君子由外而内的强制性规训不同,
孔子采取了反观内在、克己内省的方式来寻找威仪观之最终根据.这种努力以孔门论“仁”之理论

探讨活动为载体,以发掘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为目标,最终使孔子找到了可以作为

威仪观乃至整个礼乐秩序的真正内在先天基础———“爱人”之“仁”.[８]８７３具体讲,从君子威仪修养的

视角来看,孔门论“仁”大致可以分为由浅至深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又恰与«说文»所载“仁”字
的三种不同字形一一对应.它们分别是:

字形一:“”,通“夷”,从“大”、从“弓”,一种刚猛尚武之身体呈现,引申为君子所应具备的外在

形象与气质,亦即“正身”之基本要求.这在孔子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一句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目



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８]８２１

字形二:“忎”,从“千”,从“心”,其中“千”符乃“身”字之省.“身”“心”兼备,则代表着以内心真

情作为外在威仪之根据,同时亦蕴涵着身心兼顾、须臾交融之修养方式.可以说是孔门以“爱人”之
真情定义“仁”之方式的直观表达.联系本文所探讨的落实于“正身”之威仪观,就是要求作为君子、
仁者的从政者,不仅要具备正直的外在表现,更要从内心开始,端正自己的思想,做到身心一如、表
里如一.换言之,仁者之威仪,指的是一种内在真实与真情的自然而然的外在流露.

字形三:“仁”,从“人”,从“二”,其中“二”符代表着“仁”乃绝非仅限于个体主体内部身心关系的

互动与调整,更蕴涵着以人类“能群”本质为前提而承认“他者存在”“主体间性”的深刻伦理学意义.
亦规定了以“主体间”的互动,作为君子人格能否最终实现的唯一方式与根本标准.

回到前文所谓孔子之“内化”理路,可知其实际所指,在于他特别重视外在表现之内在基础,亦
即“仁”,而这种将威仪观的最终担保托付于内在真情的理论建构方式,显然比前代君子向外在的

“天地之气”寻求根据的做法,更能使人心悦诚服.总之,正是通过如此一番躬亲实践与理论创新,
使得威仪观在孔子之后得到了更为坚实的形上基础,实现了先秦威仪观质的飞跃.而在孔子之后,
以“仁”作为内在根据的威仪修养开始了其分化展开之历程.

四、性情与忠信:子张之儒基于威仪修养的治民之道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孔门以“仁”为内在基础之威仪思想亦在后儒的继承中持续展开与深化.
而以“威仪”作为自己学派“旗帜”的儒者团体,以子张之儒为最突出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子张之

儒之论学起点,恰为孔子之理论盲点,或称之为某种“未思”.具体讲,孔子所提出的从政者“身正”
则“政从”的命题,虽已将威仪观之理论焦点引向现实政事领域,却未遑对个人修养与社会影响间之

互动关系进行全面阐发.相反,孔子的言论中,似乎更多地体现出他的理论兴趣在于从政者之自身

修养方面,认为君子一旦做到身“正”,便可直接影响、感化他人,进而使政治自然而然地走上预定的

轨道,亦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从”.换言之,孔子认为“身正”与“政从”之间,应然地是一种直接决

定的关系,其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互动与反馈.可见,孔子在提出一个问题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

理论创新的大门.子张及其后学则以孔子所未能尽思之处为起点,踏上了理论建构的征程.
根据«论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子张其人一入孔门,便已显露出立志以威仪修养定义“为仁”之学

的目标之特点.对此,亦可以通过对比子张与曾子之不同而清楚看出:与曾子相比,子张认为“执
德”“信道”对于君子威仪修养来说,只是起点,而最终目标乃是成就现实事功.其曰:“执德不弘,信
道不笃,焉能为有? 焉能为亡?”[８]１３０２意即,“一个人,如果具备了道德,但不去弘扬;相信了道理,但
不去笃行.那么,他对于现实生活、实际政治能有多大的作用? 这样的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

少.”言语之中,虽有针对曾子等“务内派”之批评,但亦可体现出其异常重视政治实践与建功立业之

性格.因此,孔子对于从政者如何完善自身修养所给予的较多关注,显然不能满足子张的理论兴

趣.而子张所看重的,则是如何将这种正在完成中的修养,持续不断地运用于现实政治事务当中;
并且认为,只有在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过程之中,才能检验一个仁者是否真地具备威仪观所要求的

君子人格.对此问题,子张及其后学有过大量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详列,仅概括出以下四

条以明重点:
首先一条,仍是外在威仪.与孔子一样,对于从政者个人修养之重视,不仅为子张论学之起点,

亦为其自身修养之目标.而子张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孔门之中无人能及.对此,可引孔子与曾

子对子张之评价来集中说明.孔子曰:“自吾得师①也,前有光,后有辉.”[９]２１推重之情,溢于言表.
曾子则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８]１３２８由于对“为仁之学”的理解方式不同,而导致曾子之言语

① 即子张,其人姓颛孙,名师,字子张.



中略显疏离,但却并不能掩饰其对子张之威仪堂堂的赞叹与欣羡.可见,今人虽不能像通过«乡党»
而了解孔子那样了解子张,但其以身体礼之威仪修养亦不应在孔子之下.

第二条,则是向内反省.亦即对于内在真情(忎)之反躬与体会.在这一点上,子张虽不及曾

子、子游,但亦能自觉地“祭思敬,丧思哀”[８]１３０１,也同样忠实地践行了孔子重视内在真情之教诲.而

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子张的内向反省始终指向着一个被关切的“他者”,因此,具有明确“关系性”
的“忠信”之德,才是子张内求之重点.而其所强调的忠信,亦不仅仅是下级对上级、臣子对君主的

效忠与诚信,更是对人民的忠信.其具体表现,则是“虑以下人”[８]８６８,也就是要求从政者必须想人

所想,给人所求,达人所欲,除人所恶.
这就引出了第三条,体民之心.意即,从政者必须清楚地知道人民究竟喜欢什么、厌恶什么.

正所谓“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１０]２６６.
换言之,对民心、民性之思索与讨论,是从政之前提与目标.对此问题,子张之儒给出的答案是民性

无所谓善恶,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１１]１６９这也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论断的直接继承与具

体化.[８]１１７７而民性的善与不善,关键在于后天习染与外在引导.这就将从政者之榜样作用及其施政

策略之移风易俗作用提上了议事日程.
于是有了第四条,导民向善.具体讲,从政者若以“性无善恶、可善可恶”作为其对民性的基本

认识,就要从自身做起,用正确的、向善的行为来端正己身,为人民作出榜样.要做到“德贯乎心,藏
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而身安誉至民咸自治矣”[１０]２６５.更要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移风易俗,
引导民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要做到“短长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乱政”[１０]２６５.而从政者素质之优劣,及
其政策影响之良莠,则最终以民生为本,以良俗为务.

不难看出,在子张看来,从政者之身体,更多地是一种从政治哲学之角度定义的“身体”,其本质

特征则是政治威权与良善秩序之展示场.以此为核心范畴的“为仁”、从政之道,则蕴含着两种理论

展开之方向:一是从政者如何修养威仪,使自己的身体、气象转化为政治权力之展示场;二是从政者

如何在具体的政事交接之中更好地把握“民心”“民性”,使政事活动与政治权力能够在最顺畅的情

况下得以展开与贯彻.顺此理路继续发展,势必直接推动儒家“身体政治”学的提升与展开.也正

是因为子张后学致力于构造从政治民之道的理论倾向及其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特质,才使

其能够在孔子殁后异军突起,并保持影响以至战国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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